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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节日文化呈现的符号修辞重构

———以河南卫视 “中国节日” 系列节目为例
姚　 君, 丁云亮

(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安徽芜湖 241002)

摘　 要: 河南卫视 “中国节日” 系列节目将传统节日中的文化民族性和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表达完美结

合。 从符号修辞视角来看, 它是传统节日话语借用电视媒介的渠道进入公共表达和修辞的重构。 分析节目

创作, 可以归纳出四种典型的话语修辞框架: 通过概念框架建构传统节日公共知识的表达基调; 通过隐转

喻框架实现喻体借用的语境重构; 通过故事框架将节日作为一个可述性文本, 丰富观众对于节日的认知;

通过仪式框架展开青年在场的公共性表达与实体价值的衍生。 同时, 传统节日修辞话语的接合实践带来公

共知识的重塑效应: 节日话语重在展现民族文化的开放性和杂糅性, 以历史记忆锚定传统与现代的多层

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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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缘起
   

作为民间习俗的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不断层累的文化生活符号系统, 凝结了中华民族世代共享的

社会生活方式和经验, 同时调用文字、 肢体、 声音等大量语言和非语言符号, 不断将中华民族的思想

观念、 文化艺术、 审美情趣、 民族情感和民族心理结构等内在精神视觉外化, 是表达民族情感、 传承

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 然而, 百里不同风, 千里不同俗。 再丰富的符号系统也需要通过大众传播洞悉

不同族群社会之间的差异与互通, 才不会成为闭塞的绝缘体, 才能更好地促进不同文化之间、 传统与

现代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大众媒介对复杂的传播现象和关系的考察有天然的渠道优势, 这也就意味着

电视媒体工作者在制作传统节日相关节目的行为中承担着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然使命, 是维系

官方与大众之间情感认同的窗口。 1980 年以来, 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成为老百姓欢度传统节日

———春节的必备仪式。 电视台作为主流媒体, 其公共性、 权威性为传统节日的现代话语呈现提供了难能

可贵的机会, 成为颇具影响力的讲好中国故事的修辞实践端口。 2021 年, 河南卫视以中国传统节日为

纲, 接连打造出春节、 元宵、 清明、 端午、 七夕、 中秋和重阳七场为一体的传统文化符号连续带。 其

创造性地放大了舞蹈和音乐的叙事能力, 将 《唐宫夜宴》 《洛神水赋》 《龙门金刚》 等诸多作品逐渐打

造成现象级文化事件。 2022 年, “中国节日” 系列第二季继续将传统节庆与史海钩沉熔于一炉, 打造了

新春佳节勾勒大唐盛世圣贤群像的 《国色天香》 、 春耕画卷绘清明的 《陇上踏歌行》 、 端午之日追忆华

夏民族负重前行的 《飞龙在天》 、 穿梭时空话重阳的 《云窟万象》 等节目。 节目组突破传统节日的浅层

表达, 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放置在节庆符号中, 超越 “个人视角” 的天然情感连接和 “地方视角” 的

地域优越感成见, 进而成为一种占据 “公共视角” 的 “文化中国” 观看路径。 换言之, 传统节日被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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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起来的意义内涵在与不同文化的互动关系中生产出一种深刻的公共知识, 并且以知识的途径重构中

国文化名片的元语言。
   

既有研究主要聚焦 “中国节日” 系列节目在耕耘传统文化美学价值上的贡献以及符码表达的创新,
或者是从文化产业的利好角度分析河南卫视的经验。 然而, 上述研究都没有将这一现象级文化传播事

件作为一种修辞实践放置在文化认同的公共知识语境下加以考察。 如果 “中国节日” 系列节目直指传

统文化的公共知识再生产, 那么重塑社会认知的知识话语必然是一套讲究普适性、 具象性、 杂糅性的

修辞话语, 进而赋予节庆符号以全新的 “呈现框架” , 以期使蕴含其中的民族性实现既定话语与新话语

的接合, 最终实现传统节日文化的现代性转化和活态传承。

二、 传统节日修辞话语呈现的四种框架
   

传统节日话语的公共性必然指向各民族所共享的节庆符号, 其凝结了各民族的共同经历、 共同历

史、 共同记忆和共同认可的公共知识。 “中国节日” 系列节目充分挖掘各民族所共享的传统文化知识,
将知识通过媒介化的路径传播开来。 正所谓 “知识既是认知的也是社会的, 共识、 常识或共享知识是

定义知识社会性的重要概念。” [1] 媒介化公共知识再生产需要话语的重组, 而话语的核心正是修辞, 修

辞又需要征用既定框架。 换言之, 框架提供了认知的一种意义结构和话语装置, 以及一种阐释图式,
帮助理解文本表征系统中的问题本质。[2] 通过对 “中国节日” 系列节目修辞话语的分析, 我们总结出

四种主要的修辞框架, 即概念修辞框架、 隐转喻修辞框架、 故事修辞框架和仪式修辞框架。 在这些符

号聚像的框架中, 潜藏着公共议题的艺术化视觉动员, 和诉诸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心理 “语言” , 也驻扎

着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 “形式” 。 简言之, 修辞框架创建出一个巨大的 “语义场” , 从本质上提供了一

套激活文化认同的 “语境元语言” , 成为知识走向共识的关键因素。
(一) 概念修辞框架: 建构传统节日公共知识的表达基调
   

节日在历史和地域的不断流变中附会上相对特定和独立的习俗, 显现出符号系统的闭塞性。 在节

日相关民俗知识中, 诸如南北地域、 传统与现代的争议每每不绝于耳。 反观之, 争议是话语不断建构

出来的社会认知, 当描述和概括争议时, 对概念的争夺成为媒介化公共知识再生产的第一步。 迈克尔·列

伏提到的 “争议的周期性再发现” 就是在强调概念对于公共话题建构的决定性意义。[3] 因此, 对于电

视媒体节目的制作者而言, 在概念性框架的修辞话语实践中, 所要达成的生产目标是为观者构筑起高

于普遍认知的节庆认知体系, 使之成为传统与现代相互勾连的逻辑起点。 换言之, “中国节日” 系列节

目对节日概念的重新洗牌, 其实是用历史的厚重感和文化的认同感来观照现实生活。 它的本质决非回

溯在场符号所体现的怀旧, 而是如何在全球空间中重新寻找自己的坐标。
   

新话语的生成, 首先指向对既定观念的纠偏与重构。 清明节在传统民间习俗认知中仅保存扫墓祭

拜至今不辍, 不仅蔓延着悲伤的气氛且被调侃成晦气的象征。 节目组注意到这一演化现象, 在概念性

框架的修辞实践中通过输出清明作为 “春祭” , 重申踏青郊游、 祖先信仰和学子苦读三个概念来厘清关

于清明的公共知识感知。 除此之外, 端午节的起源颇具地域色彩, 时人常以为的 “屈原说” “伍子胥

说” 都带有争议性。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 民间习俗只剩下包粽子和吃粽子。 节目组通过将具体的

纪念人物悬置, 以 “追思先哲、 爱国为民” 的概念框架介入民族精神、 文化气节的讨论。 七夕节在这

场概念修辞中意义更为深远。 这一传统节日的复兴, 起初完全是西方消费主义主导下 “情人节” 的对

标激发,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仓促寻找对称物, 并进行的一场符号置换, 完全是被西方文化牵着鼻子走

的文化应照。 因此, 节目组将概念修辞首先聚焦七夕的 “乞巧” 意涵, 在众多意象中提炼出对女性主

题的表达, 同时重申 “牛郎织女星” 背后所蕴含的自然星象文化, 最终将节日的概念主题重构为从

“飞天” 到 “航天” 的中国式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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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指向对一些新概念的发明与创造。 例如对中秋节和重阳节价值意义的突破, 如果拘囿在原有

的 “阖家团圆” 和 “感恩敬老” , 不仅在指示表达上毫无新意, 也在激活公共认知的意指上无法突破狭

义的束缚。 然而, 当某一符号概念进入特定的话语表征体系时, 意指概念便产生了。 意指概念是被建

构起来的最基本的事物, 是意识形态大厦构建的砖瓦泥沙。[4] 节目组巧妙运用 “家国两团圆” 讲述古

今对话中的 “和” 文化, 用 “年龄只是数字, 追梦从未止步” 提升重阳节的立意。 在阐释元宵节的文

化内涵时, 节目组勾勒出 “元” “宵” “灯” 三个主题词, 通过三个篇章, 带领观众感受 “元” 之始终

的希望, “宵” 时相逢的浪漫, “灯” 映万象的家国情怀。 这些浸润着当下强烈的 “团圆” “家国” 等

情感意味的能指符号一经生产出来, 迅速引发社会性关注和讨论, 从民间习俗映射到家国同构, 从具

象到抽象切入社会议题的知识建构和符号表述。
(二) 隐转喻修辞框架: 喻体借用的语境重构
   

隐喻和转喻是人类思维过程的两种方式。[5] 雅各布森引入索绪尔的双轴理论来阐释隐喻和转喻的

具体工作机理, 即主体和邻近元素之间的组合逻辑对应的是转喻思维, 主体与相似可替代元素之间的

聚合逻辑对应的是隐喻思维。[6] 然而视觉修辞显然比语言修辞更为复杂, 其中隐喻结构的创造性和想

象力往往暗含在转喻基础之上。 转喻实现表征物转义完成相应的概念域映射之后, 形成一种隐转喻的

嵌套结构, 共同建构一个理想化的认知模型。 换言之, 传统节日话语是掌握在专业人员手中的, 进入

公共知识领域, 必然需要借用隐转喻的呈现手法完成公共性的表达。
   

因此, 我们看到隐转喻框架深入到每一个具体节目的语境重构中, 为立意的深远和叙述层次的丰

富以及观点的自然呈现提供了实践沃土。 概括而言, 选择哪些喻体资源, 如何巧妙运用历史类比移置

符号, 搭建什么样的阐释语境, 这都是节目组在创作中运用隐转喻框架所绕不开的修辞命题。 在 “中

国节日” 系列节目中反复出现的就是 “灾难—精神” 框架。 2021 “七夕奇妙游” 的播出时间正是河南

遭受 “7. 20 特大水灾” 和新一轮疫情暴发的时间节点, 《龙门金刚》 将演员和文物、 历史事件和现实

事件逐一类比的隐转喻修辞, 丰富了 “金刚不坏, 河南不败” 的知识话语。
   

创作者借助舞蹈动作、 音乐、 服饰、 道具、 镜头、 布景的有序组合, 转喻和隐喻在始源域和目标域

之间共现表意, 符号意义就不再是单一形式, 而是一种复合的传达。 一方面, 符号转喻实践回应的是

伎乐俑、 伎乐天和金刚等这些文物形象在镜头前的出场。 借助文物这种具有普遍认知基础的可见的、
在场的、 具象的视觉符号来逐步把握另一种视觉符号, 喻体与喻旨之间存在一种像似性基础, 两者之

间具有某种形式上的可及性。 “文物” 和 “演员” 属于不同的概念域, 但舞蹈演员模仿出土的隋代伎乐

俑的肢体动作和神态、 龙门石窟中伎乐天与金刚力士的表情和动作, 尤其是龙门石窟中独有的立体力

士的舞姿形态, 凸显其力量怒发之状, 他们的动作、 表情、 姿势等已经形成了一种具有直接指代所指

之物的转喻能力。 正因为像似指代的存在, “便能激活解释主体 (观众) 的经验图式, 从而实现由一个

事物到另一个事物之间的想象与关联” [7] 。 可见, 像似指代奠定了视觉转喻的意义出场基础, 两个原本

处于不同叙述层的事物在符号表意上产生勾连和过渡。 同时, 艺术形象的呈现又往往出乎意料, 端庄

柔美的唐代乐伎、 稳重煞气的金刚在短片中都跳脱普遍认知模式中的规约性。 规约符号强调约定俗成

性, 规约指代强调喻体和喻旨之间文化意义上的象征关联基础。 日常生活剧情的加入, 例如舞者之间

水边嬉戏、 憨态搞怪, 金刚从赛博格画面中悠然现身……这些融入日常生活的后现代审美, 非但没有

削弱传统艺术的文化民族性, 反而以多元性的形式强化了它的正统性。
   

另一方面, “精神” 是一个从喻体到喻旨的跨域映射, 抽象化的意义呈现往往要建立在概念隐喻的

基础之上。 一般而言, 利用像似性原则, 选择具有广泛认同基础的事物, 挪用一个认知域中的相关事

物来表现另一个认知域中的意义概念。[8] 这就形成了历史事件和现实事件的跨界联结。 南朝宗懔 《荆

楚岁时记》 所记谚言: “腊鼓鸣, 春草生。 村人并击细腰鼓, 戴胡公头, 及作金刚力士, 以逐疫。”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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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民间所盛行的金刚力士傩戏, 表达了去除疫鬼和魔怪的美好祝愿。 这一视觉形象作为概念隐

喻发生的始源域, 投射出当下事件所对应的目标域。 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抗洪灾、 瘟疫的决心和力

量与当下互相渗透, 精神的隐喻意义逐渐积累, 在历史类比中使观者将作为喻底的精神概念在认知过

程中与自身的效力解释项实现锚定。 现代社会获得普遍的历史认知体验的特定空间域 (博物馆、 景点)
被打破, 神圣与世俗之间的话语区隔逐渐融通, 民族性的公共话语以更加日常性和渗透性的姿态展现。

   

《破阵乐》 的出场, 远景处的嘉峪关、 辛弃疾的经典词句和花木兰手持长枪的造型直接构造出抵御

外敌的叙事主题。 戚家军抵御倭寇的特殊武器狼筅和典型阵法鸳鸯阵、 戍边清军隔海眺望、 大旗上书

靖海侯, 这些视觉转喻认知回应了戚继光和施琅的英雄出场问题。 战争是非常抽象的概念, 符号主体

的镜头修辞叙事必然需要通过转喻实现抽象概念的 “可感知部分” 。 隐喻模式围绕花木兰、 辛弃疾、 戚

继光和施琅的相继出场实现戍边卫国、 守我河山之民族精神的跨域映射。 最后的定格画面———花木兰

伸出四指, 暗喻节目组的转喻指代 “想借此来缅怀陈红军、 肖思远、 王焯冉以及陈祥榕四位卫国戍边

英雄” 。 经过这一番隐转喻的相互转化, 汉魏宋明清的民族英雄和现当下戍守边关的解放军战士遥相呼

应, 构成代际传承。 强调借助历史事件来映射现实。 这不仅是一种历史的、 辩证的审视方式, 也是将

历史问题整合到 “中国脊梁” 的文化认同话语体系之中, 作为喻底的 “民族性” 在认知过程中形成锚

定, 完成语境置换和意义输送, 以此佐证话语陈述的正当性和连贯性。
(三) 故事修辞框架: 可述性与节日认知的丰富
   

传统节日在起源和价值形象的流变过程中大多会结合历史事件来加强叙事, 例如端午纪念屈原、
重阳恒景剑斩瘟魔等。 但无论是历史事件还是现实事件, 都需要叙述者挑选修辞, 并按照一定的结构

来进行叙述。 事件是情节的最基本特征, 而叙述情节构成了故事。 节日作为一个 “可叙性” 极强的公

共性修辞文本, 不仅需要宏大叙事来连接作为文化共同体的符号资源, 更需要以卷入人物情节的变化,
寻求一种 “有违常规” 的情节设置, 巧妙地获取新意。 也就是说, 一个故事被讲述出来, 是关于其中

所隐含的常规脚本被某种逻辑打破, 体现一种标出性。
   

当然, “有违常规” 并不是指 “中国节日” 系列节目是如何在众多修辞对象中刻意选取不为人注意

的点, 而是如何选取凡俗世界寻常生活中的非寻常事件, 即在故事修辞框架中, 为更贴合观众的 “阐

释语境” 而选择的一种话语策略。 例如, 在不同节庆中反复讲述 “家和国” , 通过讲故事铺设出更大的

认知语境, 最终实现参演者和观众荣誉感和使命感的激发。
   

家和国是两组并置的共同体, 却分属相对矛盾的情感共同体和理性共同体。 对于如何处理两者之

间的关系, 体现的是东西方价值理念的差异。 创作者在命题上首先选择有广泛认知基础的艺术符号,
再挪用传统艺术符号进行意象图式的深挖。 《定军山》 是人们所熟知的京剧传统剧目, 创作者摒弃传统

的老剧新唱的表演方式, 从谭鑫培组织拍摄中国第一部电影 《定军山》 这一细节入手。 剧情开始之前

的定格画面文字 “根据 ‘谭门七代’ 真实故事改编” , 已经将观众拉入传承叙事的命题模式之中。 图像

指代下的视觉转喻, 通过有限的展演 “部分” 来表达无限的情境 “整体” , 通过回到京戏和影戏相结合

的一瞬间来想象中国第一部电影的拍摄现场和情境。 隐喻在转义生成的维度上实现 “鼓槌” 与 “传承”
之间的跨域映射, 始终围绕相似性舞台场景展开。 父辈在传授教诲中都会把一副鼓槌 “传” 到子辈手

中, 成为锣鼓响起、 戏声不停的象征, 鼓槌的每次出场, 都仿佛是戏台上父辈的身影和戏台下父辈的

嘱托。 鼓槌充当起涂尔干笔下的 “神圣物” , 符号成为集体荣誉感的连接器。 意象图式旨在通过父与子

之间反复吟唱的唱段和两代人之间的眼神交流, 成为凝聚意味的 “空符号” , 呈现出家族传承背后所不

为人知的艰辛。 同样的修辞手法还体现在 《兰陵王入阵曲》 这一短片中, 唐小彩与远在东瀛的父亲在

隔空同奏的意象图式中实现相互守望。 团圆不可得的自我牺牲, 玉汝于成的大我生成和家国同构的民

族情感建构, 这样的谋篇最终升华了有关端午节和重阳节的浅表认知, 将文化认同与节庆文化紧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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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绕。
(四) 仪式修辞框架: 青年在场与实体价值衍生
   

传统节日是一个社会最具有公共性、 最能体现历史感和社会认同的仪式活动。 既然是仪式活动, 那

么就需要有一整套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象征行为、 符号表征和社会表演等元素。 长久以来, 节日的精

神和实体仪式以生活化的形式植根于民间习俗, 成为一种无意识结构。 例如端午节的粽子、 中秋节的

月饼和元宵节的猜灯谜活动。 仪式融入日常生活同样也会泯然消失于生活, 在价值多元的后现代文化

思潮的影响下, 散落于日常生活中的仪式很容易被遗忘和忽视。 此时节日的仪式框架与詹姆斯·凯瑞

所倡导的 “传播的仪式观” 在媒介化的技术引领下发生客观社会现实上的耦合。 通过大众媒介的传播,
相应族群中的人们通过媒介跨越民族、 阶级、 性别身份和信仰的天然物理障碍。 换言之, 他们通过共

享相同的 “文化仪式弥补落入日常生活领域的仪式所缺失的庄严和神圣” [10] 。 以官方话语的逻辑, 制

作者与观众共同作为参与者完成文本意义的生产与再生产, 在社会公共层面完成传统文化的现代性

表达。
   

基于此, “中国节日” 节目组将仪式修辞框架分成日常仪式和公共仪式。 公共仪式突出表现在节目

的制作上, 依靠节日文化本身的影响力, 将青年定位成 “传统文化的传承接力棒” 。 以现实事件本身为

契机, 开展仪式框架的建构, 充分展现传统文化现代性表达里的 “青年在场” , “以集体的心声凝聚着

社会, 唤起人们对社会及其合法权威的忠诚” [11] 。 青年是标志时代精神最灵敏的晴雨表, 青年人的价值

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 “仪式—青年” 的修辞结构不仅映射出参与者在不同阈限期内主

体与客体环境之间的转变与建构, 也体现了仪式的形式与符号 “裹挟” 所赋予象征价值的社会认同与

认可。
   

“中国节日” 节目组从两个层面展开 “仪式—青年” 的修辞建构。 首先, 从青年演员入手, 在挑选

专业舞蹈演员时, 不仅将领舞的重任交给青年舞者, 还在短片中将他们的名字打在显著的位置。 在挑

选剧情演员时, 主动听取网友的建议, 例如选择因疫情期间花式丢垃圾而登上热门的凌云, 让她饰演

花木兰; 邀请凭借出色的琵琶技艺弘扬传统国乐的 B 站 up 主柳青瑶出演 《兰陵王入阵曲》 。 角色扮演

的仪式 “入会” 不仅让这些青年演员在参与节目制作时产生情感共鸣, 也使个人的情感体验与节目所

体现的集体情感相互融合, 形成固有的情感符号和群体内部的道德标准。 青年们在传统文化互动与情

感交融过程中, 衍生出一种群体的身份认同与情感体验, 进一步形成被官方认定和许可的社会形象。
其次, 通过模拟具有历史感的古代社会生活结构的象征秩序, 用青年的视角去打开剧情。 观众跟随唐

小彩、 唐小月、 唐小竹、 唐小可等剧中人物体验簪菊、 放纸鸢、 采草药、 拜七姐等生活百态, 获得有

关文化认同与民族信仰的情感体验, 加深节日仪式对个体生命体验的思考。
   

日常仪式是一种泛仪式意义上的理解。 河南卫视更倾向于节日的实体性价值, 其主要体现在各大

媒体平台的话语输出上, 作为一种伴随文本附丽在节目文本之上。 为了造势和积累人气, 节目官微频

繁发布精彩剧照和花絮视频, 龙门石窟官微也推送了一组卡通版 “金刚” 防疫海报, 为七夕晚会争热

度……一系列新闻和影视信息的发布构成节目播出之前的评论文本, 引发网民们的持续关注, 其目的

在于塑造文本 “热点” 、 吸引大众眼球、 点燃观看期待。 这些评论文本可以说是节日日常仪式的市场化

拓展, 先于文本生成的报道和营销更是屡见不鲜的现代化商业模式和操作手段。
   

同时, 节目组充分发挥这些精心打造的节日符号资源的价值, 推动作为符号经济的节庆旅游以及

相关 IP 产品的打造。 最为突出的就是节目组对代表黄河文明的文化遗迹和节庆礼仪的捆绑式宣传。 龙

门石窟、 嵩山书院、 东都洛阳遗址以及河南博物院的珍贵馆藏相继展现, 《重阳奇妙游》 与 “第 39 届

开封菊花文化节” 开幕式文艺晚会交相辉映。 线上与线下的互动拓宽了传统文化的旅游消费能力。 诸

如唐小妹的文创产品、 金刚卡通衍生品、 河南博物馆推出的 “考古盲盒” 等消费产品, 一时间火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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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走进万家生活之中。

三、 传统节日修辞话语的接合效应
   

面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时代主旋律, 传统节日公共知识的再生产,
伴随着传统与现代、 传承与发展的特定话语方式将相关事物勾连并置。 这种 “以话语的方式” 赋予符

码与意义之间的随机和稳定结构, 将创作者的观念走向 “ 公共知识” 的接受和认同恰恰是通过接合

( articulation) 理论完成的。 拉克劳和墨菲提出: “任何建立元素之间关系的实践均称之为接合, 由于符

码与意义之间的勾连与固定, 符号得以运载某种具有偏向性的意义。” [12] 然而修辞学意义上的接合将意

义的实践皆纳入话语之中。 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 公共知识的意义实践并非都只归结为话语本身, 所

以斯图亚特·霍尔将接合定义为被征用的话语与社会情势之间的纽带, “在一定条件下将两个不同要素

组成一个统一体的连接或链接形式” [13] 。 意义是被制造出来的, 但与此同时, 意义也是在一种语境文本

中被制造出来的。 因此, 传统节日的传承突破了对习俗和历史知识的简单重复, 而是一个 “ 接合 / 表
达、 解接合 / 表达和再接合 / 表达” 的无限循环的过程。[14] 从上文分析的 “中国节日” 系列节目修辞话

语的四种框架来看, 这场由电视媒体为创作主体, 以年轻受众为观看对象, 以民族文化的认同、 理想

化认知的建立为最终目标的修辞框架搭建所提供的实际意义远非停留在单一文本, 而是在这一接合实

践主导下对节日话语由 “知识阐释” 到达 “公共表达” 的锚定, 对节日话语的日常表述产生了积极的

效应。
(一) 节日话语重在展现民族文化的开放性和杂糅性
   

民族文化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往往与地域形式、 方言土语联系在一起, 构成隐喻关系。 中原文化以

豫中地域为核心, 以农耕为生业, 成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 在诸种地域形态中占据重要地位, 先后孕

育出夏商周及大秦王朝。 然而历史绵延, 战乱频仍, 中原文化在盛衰兴败中与关外以阴山—燕山一线

为轴的游牧文化逐渐交融, 与南下的以云梦、 长江水域为线的三楚文化相互补充, 族群这一强调 “他

者特性” 的文化地域区隔逐渐在文化融合的背景下走向多元。 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中, 过于强

调文化的地域特性, 会严重威胁同一的民族认同感。 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 “不是虚构的共同体, 不

是政客操纵人民的幻影, 而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 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的建构。” [15] 民族

性背后深层的符号能指通通指向了 “文化中国” 。 这一认识逻辑, 将具有地域特色的中原文化、 黄河文

化遗迹、 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民族性编码, 呈现出开放多元和杂糅共存的特质, 建构了一整套自洽的、
系统性的民族文化 “星丛” 。 “河南的, 民族的, 中国的, 世界的” 跨地域的民族性维系了同质性, 有

意识地遮蔽各地民俗的异质特性, 碎片化状态下的传统节日被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串联起来。
(二) 节日话语重在以历史记忆锚定传统与现代的多层叙事
   

历史记忆作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是一整套文化系统。 其中已经成为历史的部分是整个社会现实

的反映, 能够为当下社会行为和认知提供一种参考和方向指引。 更为关键的在于 “记忆不是一个复制

问题, 而是一个建构问题” [16] , 历史绝非是束之高阁的, 而是深入语境, 体现时代烙印的, 这就需要创

作者不断地通过深挖节日文化, 从时代中抽离出共享的符号。 “童年” “先祖” “踏春” 和 “团圆” 这

些是不同朝代的人都能被唤起记忆场景的话题。 因此, 通过修辞嵌套多层叙事, 能提取潜藏在过去与

当下之间的同质性符号, 同时选择从微观线索进入传承叙事, 以舞台表演生动还原, 能建立情感共鸣。
与传统叙事中强调文艺作品的宏大叙事和历史文化的厚重感有所不同, 这样的阐释过程更符合戈夫曼

笔下的 “调音” 环节。 它将节日文化中所有能够溯源的符号元素, 诸如古籍、 文物、 古乐、 历史人物

和历史事件与当下的自身经验匹配起来, 将原本相互独立的历史域联系起来, 从微观线索渗入对生命

个体的关怀与自我价值的认可, 由此将跨时代的问题转变成一脉相承的整体文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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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 　 语
   

民族文化卷帙浩繁, 涉及内容包罗万象。 创作者深度挖掘并巧妙运用镜头语言扩容艺术符号修辞

的幅度, 按照主题的定位, 将一切为我所用的符号勾连并纳入新的概念框架, 不仅有针对现有节日概

念意义的纠偏, 也有将传统节日拉入现实框架中的概念发明。 隐转喻框架通过符号转喻以像似和规约

指代来凸显 “同域指代” 关系, 民族精神通过符号隐喻跨越历史情境实现 “跨域指代” 。 两者互相嵌

套, 以转喻为始源域, 从而抵达具有隐喻意义的目标域。 故事框架中不同故事之间的勾连以及故事之

中历史与现代的勾连, 例如唐小妹主题故事的循序渐进以及家国同构意义的生成, 将节日意涵的可述

性与丰富观众的传统文化知识有机地融为一体。 仪式框架注重利用节日所特有的仪式特征, 突出青年

群体通过仪式实现的文化民族情感体验, 这种体验由个体上升为群体之间更为宏大的现代话语, 即文

化认同和民族信仰塑成。 总之, “中国节日” 系列节目对传统节庆文化的修辞话语实践, 作为一种公共

认知的尝试, 成为传统文化现代性转换的一种成功路径, 带给我们传统节日公共知识与情境不断接合

的经验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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